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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諮商輔導領域之新手諮商員或學生，在學習與運用同理心時，往往經驗到難

以理解、辨識、與回映當事人的情緒，因此，造成難以靠近當事人之事實。然而目前

尚無相關直接之研究。從同理心發展的角度觀之，父母親在教養小孩過程中，若阻礙

兒童經驗其自身情緒，則兒童的同理心發展較容易產生障礙。台灣父母的教養態度與

方式，經常造成兒童習慣於壓抑或否認情緒，而這樣的教養態度與方式，根源於華人

的集體主義文化與權威教養模式。因此，筆者試著從集體主義文化、權威教養、及台

灣父母的情緒教養態度著手，來理解台灣新手諮商員及學生在使用同理心時遭遇困境

的可能原因。同時，筆者也邀請台灣諮商教育與實務人員，由這些新手諮商員及學生

學習與運用同理心所遭遇到的困難及可能的原因之中，重新思考如何應對台灣諮商員

的專業養成。最後，筆者從實務課程面與研究面，提出具體建議及訓練方向，以供討

論與參考。

關鍵詞：同理心、諮商員培育、華人文化

在諮商的領域中，同理心的概念受

到相當的重視（Kohut, 1971; Kohut, 1977; 
Rogers, 1957; Rogers, 1980）。同理心除
能 協 助 諮 商 員 與 當 事 人 建 立 關 係

（Strong, 1968），做為了解當事人的媒

介（Kohut, 1971; Rogers, 1980），同時用
以評估自己對當事人的了解程度之外

（Barrett-Lennard, 1981），其運用更可促
使當事人覺察與探索自己的內在經驗

（Egan, 1976; Sinclair & Monk, 2005）。
由此可知同理心在諮商員養成訓練中的

重要性。

雖然同理心的概念在諮商領域中相

壹、前言

輔導季刊50-2_03_13-21陳淑瓊  高金成  吳東彥.indd   13 2014/5/28   下午 02:17:30



14

當重要，但筆者認為同理心的學習與運

用對台灣學生而言並非易事。在筆者自

身的學習階段與督導碩士班的經驗中，

以及另一份尚未出版，針對新手助人者

使用同理心的困境經驗，進行深度訪談

與分析的研究中都發現：即使實習諮商

員們已學習同理心的概念及其運用方

式，但他們卻常難以理解和靠近當事人

以及自己被激起的感覺，負向情緒更是

如此；他們在辨識與回映當事人的情緒

上亦遭逢困難。例如幾位受訪者提到

「同理他的想法對我來說比較容易，要

再完全同理到他的各個感受對我來說其

實還是很困難。」、「每次個案哭的時

候我就會覺得有點僵，有點緊張。我看

到她哭，然後我就是馬上就起雞皮疙

瘩，然後我又要回映他的時候我不是很

自在，我可能很少講感性的話，就感覺

不太自然。」從這些部分來看，都很直

接指出這些實習諮商員在傾聽與陪伴當

事人情緒時所產生的困難。

為更能了解諮商員在「同理心學習

困境」中所遭遇的經驗，筆者查閱相關

文獻後卻發現目前並無研究直接探究此

議題，然而在文獻閱讀的過程中卻有幾

項發現：若父母親在教養過程中妨礙孩

童經驗其自身情緒，則容易阻礙他們的

同理心發展（Golds t e in & Michae l s , 
1985）。其中，筆者發現台灣父母的教
養態度通常會造成孩子習慣於壓抑或否

認情緒（王叢桂、羅國英， 2 0 0 7；
Spinrad et al., 1999）。而這是否阻礙了台
灣小孩的同理心發展？進而影響其在學

習同理心運用時易遭逢困難？再進一步

細察台灣父母教養態度的根源與展現之

特質，筆者發現不脫華人文化特質的影

響 ， 這 些 特 質 包 括 集 體 主 義 文 化

（Markus & Kitayama, 1991; Stephan, 
Stephan, & Vargas, 1996）、權威教養方式
（Hoffman, 1983），以及台灣父母的情
緒教養態度（王叢桂、羅國英，2007；
Spinrad et al., 1999）等。故筆者試從華人
文化的角度，理解台灣諮商員在使用同

理心時所可能遭遇到的困境，並於文後

針對台灣諮商員的同理心訓練提出建

議。

圖一：同理心環（圓形虛線表示兩者身處同理環境的同理性聆聽與被聆聽的高峰狀

態；實線箭頭代表主要的表達與溝通；弧形的虛線箭頭代表給予回饋或是持續的溝

通）（Barrett-Lennard, 1981, p.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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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empathy）是一個相當複雜
的概念，不同學者對同理心的看法各有

不同（Duan & Hill, 1996）。大體來說，
同理心指的是一個人能夠用別人的觀點

去看待事情，同時感受他人情緒與感覺

的能力（Rogers, 1957; Rogers, 1980），
也就是諮商員要能身歷其境般地敏察當

事人所置身的世界，「如同」（as if）這
是自己的世界一般，但卻又不失去「如

同」的本質（Rogers, 1957）。
運用同理心的過程涉及了複雜的心

理歷程，Barrett-Lennard（1981）以「同
理心環」（empathy cycle）的概念細緻討
論其中的內涵，如圖一（圖中的Ex表示
兩人關係中的表達者，Em則是指回應者
與同理者）。第一個步驟（i）為一個人
（Em）試著去了解另一個人（Ex）；第
二個步驟（ii）中，Ex開始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感覺，接著Em對Ex的表達產生共
鳴，有如身歷其境一般，此稱為「共鳴

型同理心」（empathic resonation）；第
三個步驟（iii），Em傳達出自己對Ex的
了解，此即「表達型同理心」（expressed 
empathy），又可稱為「溝通型同理心」
（communication empathy）。待Em向Ex
表現出溝通型同理心後，Ex傾聽Em對自
己的反應，並回饋Em了解自己的程度，
此即第四個步驟（iv）中的「接收型同理
心」（received empathy）。在第五個步
驟（v）中，Ex繼續表達自己，此步驟又
接著回到步驟二開始下一次的循環

（Barrett-Lennard, 1981）。因此，從同理
心環的五個步驟中可以理解諮商員若要

同理當事人，其所需具備的要件為：

（一）陪伴與傾聽當事人的情緒與感

受，並在接收到當事人所傳達出的訊息

後，（二）覺察與貼近自己被激發的感

受與想法，且辨識出對方所欲傳達的認

知與情感層面的內涵與意義，最後(三)釐
清其中概念並用對方能夠理解的方式將

之表達出來。

從上述三個充分必要條件的內容來

看，同理心的運用相當重視同理者要能

夠傾聽、接受與回映表達者的情緒與感

受。反思台灣的文化現象並不鼓勵個人

發展與表達個人的情感面向。故，筆者

於下方先行簡述影響臺灣人情緒發展的

華人文化內涵，並依此三要件論述台灣

諮商員在使用同理心的經驗中，可能感

受到的困難為何。

一、華人文化及父母教養

（一）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集體主義相當重視人與人之間的相

互依賴性以及和諧關係（ C h i u  & 
Kosinski, 1995; Iwasaki, 2005; Markus & 
Kitayama, 1991; Shea & Yeh, 2008; Tseng, 
2 0 0 4），重視的是團體，而非個人
（Markus & Kitayama, 1991; Schoen, 
2005），因此個體常常會為了符合社會
情境的要求，而將群體利益置於個人利

益之上（Markus & Ki t ayama,  1991; 
Schoen, 2005），並且壓抑自身的需求與
欲望以迎合他人（王叢桂、羅國英，

2007；林虹伶，2005）。
集體主義也影響人們的情緒表達方

式。這種文化鼓勵個人表現有助於達到

人際和諧或是團體目標的情緒（Stephan, 
et al., 1996），因此人們較傾向於隱忍，
或避免去經驗及表達無助於人際關係或

團體目標的感受。集體主義也鼓勵個人

貳、同理心的概念與內涵

參、�以華人文化的角度來理解台
灣諮商員使用同理心的可能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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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出「他人焦點」（other focused），
而非「個人焦點」（ego focused）的情
緒。所謂的「他人焦點」指的是：期望

個體去敏感覺察與回應他人的情緒狀

態，例如對他人的遭遇表示自己的同情

（sympathy）等（Markus & Kitayama, 
1991）。不過Stephan等人（1996）認
為：集體文化下的個體可能為了與他人

維持關係而必須表達出對他人的某些情

緒（例如：同情、體貼、抱歉與哀

傷），即便他們沒有這些感受時也須如

此。因此從Stephan（1996）等人的觀點
中可看到，儘管集體主義要求個人對他

人的感受表示回應，然而這種表達下卻

可能並非來自個體真正的感同身受與同

理，而是一種衍生自人際壓力的應對方

式。

由於集體主義不鼓勵個體表達出個

人焦點以及不利於團體目標達成的情

緒，久而久之，這些情緒便難以被個體

所覺察、感受與表達（M a r k u s  & 
Kitayama, 1991）。反觀西方國家的個體
主義（individualism），其鼓勵個體經驗
與表達出有助於個人目標達成的情緒

（Markus & Kitayama, 1991; Stephan, et al., 
1996）。兩相比較之下，台灣的集體主
義思維似乎不利於個體如實貼近並表達

自身情感，這些個體也容易習慣於壓

抑、否認的方式，避開不被父母親或社

會所鼓勵表達的情緒。此外，筆者亦思

考：成長於台灣的諮商員在與當事人進

行晤談時，是否較容易敏感於當事人生

活中有助於團體目標達成的情緒（他人

焦點），但卻容易忽略以當事人為主的

個人焦點情緒。

（二）權威教養文化

一般來說，東方文化下的父母親較

具有權威性（Chao, 1994; Kriger & Kroes, 
1972），父母在教養子女的過程中常扮

演權威者角色（張善楠，2000），傾向
採用控制及嚴厲的訓練方式管教孩子

（Lin & Fu, 1990; Ho, 1986），並且習慣
壓抑子女的異議或挑戰，期望孩子服從

自己的命令與期待。當子女無法滿足父

母的期待時便容易遭受嚴厲的懲罰（林

虹伶，2005）。
相較於引導式（induction）教育，

Hoffman與Saltzstein（1967）提到：權威
獨斷（power-assertive）的教養方式較容
易阻礙孩子的同理心發展，其原因在

於：這種父母較少引導孩子思考自身行

為所引發的他人感受。Hoffman（1983）
也發現：當父母習慣使用強迫或威脅的

方式教養孩子，可能促使小孩在傷害他

人時，由於害怕受到父母親的責罰，他

們容易將所關注的焦點容易集中於「害

怕受到懲罰」的心情，相對地缺少「了

解他人感受」的經驗。這可能使得他們

漸漸地缺乏了解他人情感與想法的經

驗，並只將關注的焦點放在自己身上，

但此種觀點取替的能力卻是個體在同理

他人時所需要具備的重要能力。久而久

之，受權威獨斷教養的孩子便可能較難

激發自己對他人的同理心。對此，Roe
（1977）曾以希臘與美國的學童為研究
對象進行探討，發現教養文化屬於專制

權威的希臘人，其學童的同理心發展低

於美國學童。如此看來，父母親的教養

型態與孩子的同理心發展有其關連。

在另一篇同理心發展的跨文化研究

中，以台灣與美國的兒童為研究對象，

發現三歲至三歲半的台灣與美國兒童皆

能輕易分辨開心與不開心的情緒，但是

中等社經地位的台灣兒童對於指認出他

人害怕、傷心、憤怒等負向情緒的能力

低於美國的中、低社經地位的兒童

（Broke, 1973），該研究亦發現，雖然三
至四歲的台灣兒童對於指認出「悲傷」

（sad）情緒的能力高於美國兒童，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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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由於台灣父母習慣以「羞辱」或

「丟臉」等方式教育之，使得台灣兒童

平時有較多的機會感受到悲傷的情緒，

也因此較容易指認出他人的悲傷情緒

（Broke, 1973）。看來，權威教養無形中
影響了這些個體對於指認與辨識自己與

他人情緒狀態的能力。

綜合上述，反思台灣教養文化，父

母親通常採取權威獨斷的教養方式，並

習於扮演權威者（Tseng, 2004），且慣用
控制與懲罰的方式進行管教（Lin & Fu, 
1990; Ho, 1986）。此引發筆者思考：成
長於台灣文化下的個體，其同理心發展

是否因父母親的權威教養方式而缺少了

設身處地替他人著想，以及影響了他們

辨識他人情緒的經驗與能力。

（三）情緒教養態度

台灣父母較不鼓勵子女表達出自身

的感受、較不注意子女的感覺（楊國

樞，1988；Ho, 1986），很少給予子女情
感上的回饋（林虹伶，2005），華人社
會也不鼓勵個人的情感表達（洪莉竹、

陳秉華，2005）。若子女知覺到自己所
表露的情感不為父母親或他人所接受、

所喜歡，或是無法引起父母的回應時，

則這些子女開始忽略自身的感受，或是

認為自己的內在情感並不重要。這種教

養方式可能造成孩子習慣壓抑或否認自

己的情緒，進而也不習慣，或不知如何

面對他人的情緒表達（王叢桂、羅國

英，2007；Spinrad et al., 1999），尤其是
負向情緒更是如此（ S h e a  &  Y e h , 
2008）。

在這種文化脈絡下，個體可能傾向

忽略情緒表露的重要性，並且造成情感

層面的壓抑。一旦個體對自身內在的情

緒抱持疏離的態度時，便較難以覺察內

在情緒的存在，因此少有接近與陪伴自

己的情緒經驗。如此便不難理解何以

Constantive與Gainor（2001）認為亞洲人
較無法辨識與描述情緒。

（四）小結

綜觀集體主義、權威教養以及情緒

教養的內涵，在人際關係層面，其重視

的是個人需要優先考量團體利益，而較

少探究與表達個人的情緒與需求；與人

交往時也因受人際壓力的驅使，而在未

必真正對他人感同身受的情況下展現關

懷的情緒。在情緒的面向上，個體不僅

不習慣經驗與表達自身的情緒，同時也

難以接受他人的情緒表達；在認知層

面，由於權威教養的關係，個體可能較

少以他人的立場進行思考。然而這三個

面向與同理心運用的概念卻是不同的，

故筆者將於下個段落以上述三個華人文

化為基礎，論述台灣諮商員使用同理心

的困難。

二、�以華人文化的角度來理解與台
灣諮商員使用同理心的可能困
難

同理心的概念在諮商領域中相當重

要，然而一個人能否成熟發展或運用同

理心，或許與該個體處理自身情感的方

式有關。張春興（ 1 9 9 0）與H o g a n
（1973）皆認為：若要成熟運用同理
心，則該個體不能夠壓抑或否認自己的

情緒，且要學習對內在經驗開放，並且

願意感受自身的情緒，其後才能感人所

感。若該個體在成長過程中，因種種因

素而障蔽了經驗自己情緒的機會，則其

同理心發展便可能受到阻礙（Goldstein & 
Michaels, 1985）。然而，綜觀華人文化
中的集體主義、權威教養以及情緒教養

卻似乎不利於台灣人的同理心發展與表

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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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權威教養文化之下，父母親可能
因較少引導子女思索其行為如何

引發他人的感受，而影響其同理

心發展。

（二） 集體主義與情緒教養對個體造成
的影響較屬「情感層面」，即該

文化背景與教養方式可能導致台

灣人：

1.情感上的壓抑與否認。
2.經驗與覺察自身情緒上的困難。
3.難以辨識與描述情緒。
4.表達情感上的困難。
5. 不習慣，或是不知道如何面對他人的
情緒。

在同理心的運用上，個體必須覺察

自己被對方激起的種種情感與認知，並

將之回映給對方，以傳達自己的感同身

受（Barrett-Lennard, 1981）。這個歷程涉
及了該個體是否能夠貼近而不否認、不

壓抑自己的感受，並在貼近過後細緻地

分辨與了解這些感受為何。這些部分似

乎與華人的情緒教養或觀點取替等教養

方式有所落差。筆者思考這些文化所形

塑出的個人內在歷程，是否是構成台灣

諮商員在學習同理心過程中所遭受到的

困境經驗，即他們是否難以貼近與辨識

自己的內在感受，並在後續的回映上感

到困難。

筆者將這些台灣諮商員在同理心發

展上可能產生的困難，對應本文之前整

理的「使用同理心時所應具備的三個要

件」，整理如表1。

同理心的運用在諮商領域有其獨特

的價值與重要性，如前言所述，同理心

可 協 助 諮 商 員 與 當 事 人 建 立 關 係

（Strong, 1968）、作為了解當事人的媒
介外（Kohut, 1971; Rogers, 1980），也可
促使當事人探索自己的內在經驗（Egan, 
1976; Sinclair & Monk, 2005）。是以，同
理心能力的訓練對諮商員的培育及養成

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同理心的學習與訓練在過去多強調

受個人成長經驗及所接受的教育方式所

影響，本文則主張，文化的影響可能也

是一個亟需考量的因素。要言之，本文

從華人文化的角度初探台灣諮商員學習

同理心歷程之困境與可能原因，希望能

提供台灣諮商教育與實務人員一個新的

視野，反思這些困難背後的可能緣由與

意義，進而能在學習諮商的過程中發展

出更豐富的應對方式，甚至成為台灣諮

商員專業養成的目標之一，最終能更有

效地突破同理心學習的困境。

依上所述，筆者進而深思由文化影

響的角度，可如何針對現有的諮商員課

程及培訓進行補強，讓台灣諮商員在學

習及運用同理心的歷程上能更無阻礙。

表1
運用同理心時所需要具備的能力 台灣諮商員在使用同理心時可能面對到的困境

1. 陪伴與傾聽對方的情緒與感受。 1-1 無法安然、自在地面對當事人的情感表達
1-2 難以設身處地地了解他人的觀點

2. 覺察與貼近自己被激發的感受與想
法，並辨識出其中的內涵與意義。

2-1 難以貼近、覺察與辨識個人被當事人所喚起
的內在情緒經驗為何

3. 理解對方所傳達的訊息後，用對方
能夠理解的方式表達出來。

3-1 承上，無法感受，或難以將自己所感受到的
經驗回映給當事人

肆、培育理念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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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來看，台灣現有的同理心技巧訓練

課程較少將文化議題納入，可能使諮商

員在學習同理心時對本文所提及的困境

欠缺覺知與適當因應。依此，筆者依照

本文重點：（1）華人文化帶給台灣諮商
員在學習同理心以及情感處理上所產生

的影響；（2）台灣諮商員容易使用壓抑
與否認自身情緒的方式處理情緒，也較

不習慣讓自己或面對他人表達情緒，同

時根據諮商的教學與實務經驗，對日後

諮商員訓練及培育歷程提出具體建議以

及訓練方向，以供討論、參考。

一、實務課程建議

（一） 認識自身成長背景所有的信念與
價值觀是養成一位諮商員不可或

缺的重要議題（ S u e  &  S u e , 
2008）。這不僅可以增進諮商員
的文化敏感度，也可協助諮商員

認識自己並貼近當事人的文化。

因此，在訓練諮商員初期之課程

中，引領諮商員認識自身成長文

化背景與其所產生之影響是必要

的。

（二） 除了協助諮商員了解華人文化，
教師與督導者可協助他們了解該

文化對於學習同理心所可能帶來

的優點或限制為何，並鼓勵他們

進一步探索自身成長的文化背景

所造成的同理心學習上的困境。

（三） 由於台灣諮商員較難以安然面對
自己與他人的情緒，在同理心的

回映上也可能產生困難，教師與

督導可提供機會，邀請台灣諮商

員認識與覺察自己的情感面，並

學習與面對自己及他人的情緒。

（四） 由於可能難以辨識與區分內在情
緒，訓練過程中可採用諮商員較

熟悉的管道，讓他們更具體地討

論與認識自己的情緒，並辨識與

探索情緒狀態，例如情緒圖卡、

情緒詞卡、詩詞，或是台灣民俗

或經典故事傳記等媒介，進一步

協助諮商員討論其情緒，認識其

情緒。教師與督導有機會時也可

在課程或督導中，反映諮商員的

情感狀態，協助他們了解自身感

受。

（五） 若台灣諮商員在情感同理上可能
遇到困難，或許可協助他們先運

用認知同理以理解當事人的狀

態。

（六） 由於台灣諮商員在同理心回映上
可能產生困難，教師與督導可協

助台灣諮商員學習如何表達自身

對他人的理解，並且以對方可瞭

解的方式表達出來。

二、研究建議

由於本文非實徵性研究，單從華人

文化議題以及個人經驗的層面，對台灣

諮商員在學習同理心的過程中，所可能

遭遇的困境進行省思，因此，建議日後

研究者可針對此議題，實際探究成長並

受訓於台灣文化下的諮商員，在學習同

理心的歷程中，所實際遭逢的學習經驗

與困境，以及應對方式為何；另一方

面，或許也可探尋與發展本土化的同理

心訓練方式，以協助台灣諮商員能夠更

精熟地運用與掌握同理心，同時有助於

後續台灣諮商員養成教育的應用與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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